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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组织氛围是员工对组织环境的主观知觉。文章在回顾组织氛围研究起源、总结归纳组织氛围定义的

基础上, 给出了组织氛围的新定义。组织氛围有个体、团队和组织三个分析水平, 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测量方法。

组织氛围与组织文化既存在区别又密不可分。组织氛围的形成机制及可能的影响因素常用社会信息加工、社

会交互作用、吸引选择磨合、涌现和意义建构等理论来解释。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加强对组织氛围概念、研究

方法、影响因素等方面的深入探讨, 拓展组织氛围的跨文化及其差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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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企业间的竞争空

前激烈。企业要想永葆生机、经久不衰, 在竞争

中脱颖而出, 就必须保证高效运作。企业间的竞

争不仅包括产品、服务的竞争, 还包括人才的竞

争、企业文化的竞争。如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已成为绝大多数企业需要深思的问题。组织氛围

(organizational climate)作为组织的无形资产 , 对

组织发展的影响不容小觑。为员工营造良好的组

织氛围, 可让员工明确组织的期望, 更好地定位

自身的角色, 最终帮助组织提高绩效、实现目标

(Schneider, 1990)。良好的组织氛围还能通过增加

员工的工作满意感而降低转岗率、离职率等。融

洽的组织氛围更是在员工与员工、员工与领导的

关系中起到了神奇的润滑剂作用。组织氛围对硬

性的规范和制度还具有互补或替代作用。它的影

响潜移默化, 相比制度, 员工更容易接受它。因此, 

研究组织氛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组织氛围概

念的使用可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e.g., Argyris, 

1958; Fleishman, 1953)。自此之后, 有关组织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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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在国内外兴起, 其概念、结构、测量、理

论基础随之均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整合以往

国内外有关组织氛围的研究, 不仅能帮助我们解

开“组织氛围”这一难解之谜, 更能为未来研究指

明方向, 促进组织氛围研究的不断发展。 

纵观以往对组织氛围所开展的研究, 或集中

于探讨组织氛围的结构、测量及其影响因素, 或

将组织氛围作为自变量研究其对于因变量的作用

机制, 或将之作为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 研究其

对于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的影响。而相当一部分

研究则侧重于探讨组织氛围与组织文化在概念、研

究方法等方面的区别。本文对以往多数研究作了

综合回顾, 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 

2  组织氛围的概念 

2.1  组织氛围概念的演变 

组织氛围一词源于 Tomas (1926)提出的“认知

地图” (cognitive map) 概念, 是个体为理解其周

围环境而形成的一种内部图示, 作为对心理环境

的解释。在组织氛围一词步入研究领域后不久 , 

Lewin (1930)又提出了团体氛围(group climate)的

概念, 并将其定义为组织内部个体的共同知觉或

个体所形成的“认知地图”之间相同或相似的部

分。20 世纪 50 年代, 研究者们正式使用“组织氛

围 ”这一术语 (e.g., Argyris, 1958; Fleishman, 

1953)。然而, 关于组织氛围究竟为何物, 如何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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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它, 尽管研究者们均试图给出一个明确的、可

操作的组织氛围定义。但迄今为止, 研究者们众

说纷纭、各执一词, 就组织氛围的定义而言尚未

达成一致。 

2.1.1  基于组织整体的定义 

早期研究者们(e.g., Forehand & Gilmer, 1964; 

Schneider & Bartlett, 1968)将组织氛围看做是组织

的一种整体属性, 并将组织氛围定义为组织成员

所感知到的组织或环境的持久特性。围绕此定义, 

Forehand 和 Gilmer (1964)认为, 组织氛围具有三

个特点：可将本组织与其他组织区分开来; 具有

跨越时间的相对持久性 ; 能影响组织成员的行

为。 

2.1.2  基于个体感知的定义 

后来研究者们则强调氛围中的“个体感知”因

素而非“组织整体特性”因素, 并将组织氛围定义

为组织成员对关乎自身福利的、工作环境的心理

影响的共同感知(Jones, & James, 1979; James, & 

Jones, 1974; James & James, 1989)。这一定义强调

个体感知对行为的引导性。James (1982)进一步指

出, 当特定群体中个体间的感知(心理氛围)存在

某种程度的一致性时, 即可将此种心理氛围聚合

至团队或组织水平, 成为团队氛围或组织氛围。 

2.1.3  综合定义 

Schneider (1990)则既强调个体的主观感知因

素, 又注重组织的客观环境因素, 并在此基础上

将组织氛围界定为组织员工对工作场所中被期

望、支持和奖励的实践、程序和行为的共同感知。

目前 , 组织氛围研究较多地采用这一定义 (e.g., 

Naumann & Bennett, 2000; Schulte, Ostroff, Shmul-

yian, & Kinicki, 2009)。 

总结以往研究者给出的定义, 笔者认为, 组

织氛围与组织文化、组织绩效一样, 是组织层面

的概念, 它源于个体对组织环境的主观知觉, 知

觉的内容为组织中所期望、鼓励和支持的实践、

程序和行为, 当同一组织中的个体感知存在某种

程度的一致性时, 这些共同感知便逐渐发展为组

织氛围。与以往研究给出的定义不同, 本定义强

调, 组织氛围是个体与环境、个体与其他个体相

互作用的结果, 组织氛围的形成、发展并不完全

取决于某个个体或是环境。组织氛围在组织系统

与组织成员的行为间起桥梁作用。 

2.2  组织氛围的分析水平与测量 

2.2.1  组织氛围的分析水平 

无论是研究组织氛围的结构、测量, 还是将

组织氛围作为自变量、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纳入

研究框架 , 对组织氛围的研究层面都不外乎个

体、团队和组织三个层面。个体层面的感知即心

理氛围 (psychological climate), 通常由量表直接

测得。而关于使用何种量表, 由于研究者们对心

理氛围测量维度的观点存在分歧, 至今未开发出

统一量表(陈维政, 2005)。而对于团队氛围和组织

氛围, 一般采用聚合法获得。在满足 ICC、Rwg

等合并指标的条件下, 团队氛围是通过聚合该团

队内所有成员的心理氛围得分而获得; 而组织氛

围则是通过聚合该组织内所有成员的心理氛围得

分而获得。在聚合之前, 必须检验 Rwg和 ICC等

指标是否满足聚合要求。具体来说, 要想将个体

层面的心理氛围聚合至团队乃至组织层面, 首先

须确保一定的组内一致性和组间差异(“组”可以

是团队 , 也可以是组织 ) (Drexler, 1977; Howe, 

1977)。Rwg 是反映组内一致性的常用指标, Rwg

不低于 0.7, 则表明具有足够的组内一致性(James, 

� �Demaree, & Wolfe, 1984), 是聚合的首个必要

条件。而组间差异则可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获悉。

ICC (1)和 ICC (2)是反映分组信度的另外两个关

键指标(Bryk & Raudenbush, 1992)。其中, ICC (1)

反映的是分组所带来的变异, 不低于 0.20 常被认

为是聚合的必要条件, 而 ICC (2)则反映的是各组

平均数的信度 , 不低于 0.70 是聚合的必要条件

(Bliese, 2000)。 

2.2.2  组织氛围的测量 

围绕从不同角度所给出的组织氛围定义, 亦

有不同的测量方法与之相对应。若将组织氛围视

为组织整体属性 , 并侧重于了解组织客观情况 , 

则一般倾向于运用观察法和关键人物访谈法来测

得组织氛围; 若将组织氛围视为个体主观感知与

组织客观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并侧重于了解员

工对组织环境的感知, 则一般倾向于采用问卷调

查法, 可通过先测量个体层面心理氛围后加以聚

合得到 (间接法 ), 亦可通过直接测量得到 (直接

法)。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是采用直接法还是间接

法来测量组织氛围, 测量对象均处于个体水平。 

所谓间接法是指先测量个体层面的心理氛围, 

在聚合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 , 结合分析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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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将个体层面的心理氛围聚合至团队、组织层面, 

以此分别获得团队氛围和组织氛围。具体说来 , 

在满足 ICC、Rwg 等合并指标的条件下, 团队氛

围的测量是通过将团队内个体的心理氛围得分输

入 SPSS 软件中, 加以汇总(aggregate), 取其平均

数(mean), 代表整个团队的氛围 ; 而组织氛围的

测量则是通过将组织内所有成员个体的心理氛围

得分输入 SPSS软件中进行汇总, 取其平均数, 代

表整个组织的氛围。然而, 近年来, 亦有研究开始

采用“最小值最大值合成模型” (minimum-maxi-

mum compilation model)获得团队氛围或组织氛围

(Kozlowski & Klein, 2000)。“最小值最大值合成

模型”以涌现理论(Emergence Theory; Kozlowski 

& Klein, 2000)为理论基础。该模型隐含的假设是：

每个成员对团队的贡献并不等价, 某一个体的表

现可能对团队运作起决定性作用, 团队的表现决

定于表现最优或最劣的成员。具体来说, 最小值

合成模型是取本团队成员在心理氛围上的最低得

分作为团队氛围; 而最大值合成模型则是取本团

队成员在心理氛围上的最高得分作为团队氛围。

不得不提及的是, 在间接法中, 对个体层面心理

氛围的测量是组织氛围测量的基础。如此一来 , 

如何测量个体心理氛围便成了关键问题。总结以

往研究, 测量个体层面心理氛围常用的量表有：

Campbell 和 Pritchard (1969)所编制的量表, 该量

表有自主性、社会关系、奖励水平、绩效奖励依

赖关系、生产动机、地位极化、灵活创新、支持

性、决策中心化、结构十个子量表; James和 Sells 

(1981)所编制的心理氛围问卷 (Psychological 

Climate Questionnaire), 将量表分为去人性化、情

绪耗竭和任务冲突三个维度; 而 James 和 James 

(1989)又提出了员工对环境感知的多层次结构 , 

包括工作、角色、领导、工作群体和组织五个子

维度。 

组织氛围除了可通过测量个体心理氛围再聚

合得到之外, 亦可通过直接测量获得。Litwin 和

Stringer (1968)开发了一套 “组织氛围量表 ” 

(LSOCQ), 共 50 题, 分成 9 个分量表。主要从领

导类型对组织氛围的影响这一角度来测量组织氛

围。基于 Stern 在 1970 年编制的组织气氛量表, 

Payne和 Pheysey (1971)进行了调整后, 将其应用

于某些商业组织。Payne, Brown 和 Gaston 等于

1991年再次修订形成新的 BOCI。该量表有 17个

分量表, 每个分量表含有 8个项目、3个因子。目

前比较常用的两个量表是 HayGroup 公司(即合益

集团)的测评方法(Q47)和盖洛普公司的测评方法

(Q12)。Hay公司测评方法将组织氛围分为六个维

度, 测试现实与理想状况之间的差异, 以评估组

织氛围的性质是高绩效、高激发、中立性还是消

极性。盖洛普测评方法主要是调查员工敬业程度

与基层工作环境。该问卷将组织氛围分为我的获

取、我的奉献、我的归属、我的成长四个维度, 这

12道题涉及了较为主观的员工感知和较为客观的

组织的环境部分 , 而且题量较精简 , 操作方便 , 

因而应用较广。 

2.3  组织氛围与组织文化的区别与联系 

同作为组织层面的变量, 组织氛围有别于组

织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组织文化是指组织

成员所共享的基本假定、信仰和价值观, 这些基

本假定、信仰和价值观是组织在解决外在环境所

带来的生存问题及内在整合问题的过程中, 通过

组织成员的不断学习而产生的(Schein,1985, 1992, 

2010; Trice & Beyer, 1993; Zohar & Hofmann, 2012)。

本文认为 , 组织氛围与组织文化的主要区别在

于：第一, 在概念起源上, 组织文化的概念源自人

类学, 而组织氛围的概念则源自社会学, 两者起

源的不同导致了后续研究趋势和研究方法的不同

(Schneider, 1990; Hofstede, 1998; Joan, 1990); 第

二, 从概念上看, 组织文化是员工们所在的工作

单元完成事情的方式, 是组织成员所共有的价值

观 , 而组织氛围则是员工们对组织环境的感知 

(Verbeke, Volgering, & Hessels, 1998), 已有研究

的区分效度检验表明两者是不同的概念(Glisson 

& James, 2002); 第三, 在研究方法上, 组织文化

更多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 而组织氛围则更多采

用定量的研究方法(e.g., Denison, 1996; Glisson, 

2000; Pettigrew, 1990; Reichers & Schneider, 1990); 

第四, 从概念属性上看, 组织文化更偏向于客观

的组织属性(James, James, & Ashe, 1990), 而组织

氛围则颇受争议, 有学者认为其是主观的个体属

性(James, 1982; Glisson, James, & Lawrence, 2002), 

亦有学者认为其是客观的组织属性(e.g., Forehand 

& Gilmer, 1964; Schneider & Bartlett, 1968); 除此

之外, 组织文化对于个体动机与行为的连接作用

远不及组织氛围(Hofstede, 1998; Glisson & Jame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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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组织氛围与组织文化却又存在着千丝

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Rousseau (1990)认为, 组

织文化是多层次概念, 成员们共同的期望和规范

构成其表层(可被成员所意识到), 而成员们的价

值观和设想构成其深层(不可或不易被成员所意

识到)。其中, 位于组织文化表层的期望和规范作

为组织日常运作中显而易见的方面, 是员工们知

觉的对象, 是组织氛围形成的基本元素。简而言

之 , 组织文化是组织氛围形成的必要条件 (Hof-

stede, 1998)。除此之外, 由于组织期望和组织规

范更为外显、可见, 更可能被组织成员所共享, 因

此会极大地影响组织氛围的后续发展(Hofstede, 

Neuijen, Ohayv, & Sanders, 1990; Hofstede, 1998)。

亦有诸多研究发现, 组织氛围在组织文化与其他

组织结果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或干扰作用

(Glisson & James, 2002)。 

2.4  特定组织氛围例举 

近年来, 基于组织和管理者们对特定行为(如

建言行为、创新行为)和特定现象(如公平、服务)

的关注, 组织氛围的一些子概念(如建言氛围、公

平氛围等)应运而生(Reichers & Schneider, 1990; 

Schneider, Bowen, Ehrhart, & Holcombe, 2000)。特

定组织氛围是一般组织氛围在特定行为上的体现, 

其测量表现为员工共享感知所参照的框架从组织

内的一般政策、实践和程序转移到特定行为, 如

创新行为、建言行为等(Schneider, 1975; Schneider, 

White, & Paul, 1998; Schneider, Ehrhart, & Macey, 

2013)。本文列举了 6种较为常见的特定组织氛围。 

2.4.1  建言氛围 

团队建言氛围(group voice climate)是指团队

成员对建言产生的影响的共享信念, 主要包括建

言安全信念和建言效能感知 (Morrison, Wheeler- 

Smith & Kamdar, 2011; Morrison, 2011)。而组织建

言氛围(voice climate)是指组织成员对组织中是否

存在着一种接纳或鼓励成员建言的文化的感知

(田晓明, 王先辉, 段锦云, 2011)。团队建言氛围

可通过心理授权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这

一内在动机状态来影响团队建言行为(group voice 

behavior)及整个团队的顾客服务绩效 (customer 

service performance) (Frazier & Fainshmidt, 2012)。 

2.4.2  情绪氛围 

团队情绪氛围(group emotion climate)是指团

队成员对团队情绪以及团队中情绪交换(emotion 

exchange)的共享感知。这些共享感知能代表团队

的特征 , 并对团队和团队成员产生重要的影响

(Liu, Sun, & Härtel, 2008)。例如, 团队情绪氛围通

过团队效能感影响团队的创新绩效(刘小禹, 刘军, 

2012)。 

2.4.3  创新氛围 

创新氛围 (innovation climate)是指个体对组

织中与创新相关的工作环境的主观感知, 不是客

观的组织特征, 它代表了员工对组织环境中创新

元素的主观认知和知觉体验(Schneider & Reicher, 

1983)。团队创新氛围与团队创新绩效(group inn-

ovation performance)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 而团队

创新效能感在这一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隋杨, 陈

云云, 王辉, 2012)。 

2.4.4  公平氛围 

公平氛围(justice climate)是指组织成员对于

组织作为一个整体所受对待的公平程度的共同感

知 , 是组织成员公平感知的集合 (Roberson & 

Colquitt, 2005; Roberson & Williamson, 2012; 

Mossholder, Bennett, & Martin, 1998)。实证研究将

公平氛围细分为程序公平氛围(procedural justice 

climate)、互动公平氛围(interpersonal justice climate)

和信息公平氛围(informational justice climate)分

别加以研究(Liao & Rupp, 2005; Colquitt, Noe, & 

Jackson, 2002)。 

2.4.5  顾客服务氛围 

顾客服务氛围(service climate)是指个体对组

织中被期望、奖励和支持的, 有利于满足顾客需

要的实践和程序的主观感知 (Schneider et al., 

1998)。组织层面的顾客服务氛围作为一种外部动

机, 可能会削弱员工导向(customer orientation)、

工作自主性(job autonomy)等内部动机对员工建

言行为的影响(Lam & Mayer, 2013)。 

2.4.6  心理社会安全氛围 

心 理 社 会 安 全 氛 围 (psychosocial safety 

climate, 简称 PSC)是指员工对组织是否重视员工

工作过程中与心理健康和安全相关的政策、规程

和行为实践的共同感知 (Dollard & Karasek, 

2010)。分为高层管理者的支持和承诺、心理健康

目标的重要性和优先性、组织内沟通机制、组织

卷入与组织参与四个维度(Idris, Dollard, Coward 

& Dormann, 2011; Idris & Dollard,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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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组织氛围研究的理论视角 

纵观以往国内外有关组织氛围的研究, 多是

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意义建构理论、涌现理

论、吸引选择磨合理论和社会交互作用理论这几

大视角。这些理论常用于解释一般组织氛围或特

定组织氛围的形成原因、可能的影响因素, 亦常

被作为团队氛围或组织氛围合成的理论解释。 

3.1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Social Information Proce-

ssing Theory) (Salancik & Pfeffer, 1978)提出, 人

类是适应性的有机体, 常依据环境所提供的线索

来理解和解释自己和他人的行为, 并根据获得的

信息调整自己的态度和行为。简而言之, 个体的

态度和行为取决于其所在工作场所的社会环境中

可获得的信息。个体的行为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

工作环境及过去行为的结果。而组织氛围作为工

作环境所提供的信息, 产生于组织成员的社会互

动, 通过提供关于组织所期望、鼓励和支持的行

为的线索、信息, 进而影响员工们的态度和行为, 

并在此过程中得以发展。同事行为、领导行为通

过提供有关适宜行为的线索而直接影响组织氛围

的形成, 而工作场所的各个维度亦会通过同级和

上下级交流而影响组织氛围的形成。社会信息加

工理论常用于解释领导行为、个体行为对组织氛

围形成的影响, 或用于解释组织氛围对员工行为

(如建言行为、助人行为等)、组织结果的作用机制

(e.g., Frazier, 2009; Priesemuth, Schminke, Ambrose 

& Folger, 2011)。Frazier和 Bowler(2012)研究证实, 

领导阻抑行为 (supervisor undermining)对团队建

言氛围会产生消极作用, 并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理

论的视角解释了这一作用机制：团队成员根据环

境中可获得的信息来理解、解释周围人的行为 , 

并据此调整自己将来在类似情境中的行为。而领

导阻抑行为作为环境所提供的一个重要线索, 向

团队成员传达出“向上级建言是有百害而无一益

的”的信息。通过同级交流、上下级沟通, 团队成

员便形成了“建言不是适当的行为”、“团队并不鼓

励、支持建言”的共享感知。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可

以很好地解释组织氛围在塑造员工特定行为中所

发挥的关键作用, 亦可用于解释领导行为、组织

实践对于特定组织氛围形成、发展的重要影响 , 

是组织氛围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理论视角。 

3.2  意义建构理论 

意义建构理论(Sense-making Theory) (Weick, 

1979; Weick, 1995; Salancik & Pfever, 1978)提出, 

个体通过意义建构过程对环境做出解释, 赋予过

去事件以一定的意义。当环境中的事件出乎个体

意料、模棱两可时, 个体会利用社会线索和社会

信息来感知环境, 对事件做出有意义的解释。研

究表明, 同级交流是意义建构过程发生的主要途

径。具体说来, 个体在理解、解释组织环境的过

程中, 分享彼此的感知、解释和观点, 并通过社会

交互作用影响着彼此的态度、观点和行为(Meyer, 

1994)。因此, 意义建构是一种社会建构过程。在

这一过程中, 个体对自己的经历做出解释, 这一

解释随后便被合理化、客观化, 进而影响个体对

现实事件的观点、态度和行为 (Higgins, 1992; 

Hardin & Higgins, 1995)。根据意义建构理论, 同

一组织中的成员在理解组织环境的过程中, 会相

互交流、影响彼此的观点和态度, 进而对同一组

织事件形成相似的解释, 随后对事件采取相似的

反应和行动, 如此一来, 组织氛围便得以形成。意

义建构理论常用于解释特定组织氛围(如公平氛

围、建言氛围等)的形成。Roberson (2006)认为, 当

整个团队受到公平或不公平待遇时, 团队成员倾

向于对团队经历的公平或不公平事件及所处的公

平或不公平环境做出解释, 并赋予之以一定的意

义, 在同级交流中这些解释会逐渐被合理化, 进

而形成有关“整个团队受到待遇的公平程度”的共

享感知, 即公平氛围。此种公平氛围可随着团队

意义建构的增加而增强。 

3.3  涌现理论 

涌现理论(Emergence Theory) (Kozlowski & 

Klein, 2000)认为, 当源于个体层面的认知、情感、

行为或其他特征的现象, 通过交互作用得以放大

并表现为一个更高层面(如团队、组织)共同的结构

时 , 这种自下而上的交互作用过程 , 称为涌现

(Kozlowski & Klein, 2000)。在涌现过程中, 个体

的认知、情感、行为或其他特征构成涌现现象的

基本内容, 亦为涌现的原始材料。在组织中, 个体

层面的感知通过同级交流、上下级交流等相互作

用 , 将得到放大而成为团队乃至组织层面的氛

围。涌现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团队乃至组织层面

变量的形成机制 , 是将个体心理氛围聚合至团

队、组织层面成为团队氛围、组织氛围的理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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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近年来, 涌现理论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团队、

组织成员个体特征合成模型的检验 (e.g., 吕洁 , 

张钢, 2013)。 

3.4  吸引选择磨合理论 

吸引选择磨合理论(Attraction-Selection-Attri-

tion Theory) (Schneider, 1987)基于主观主义的视

角认为, 当组织(或团队)选择实践、组织对员工的

吸引力、员工同组织的磨合三者相结合时, 便会

产生相对同质的组织(或团队)。持此理论的研究者

认为, 有相似特征的个体会被同一团队吸引,选择

进入并留在这一团队中。长此以往, 此团队可能

就由拥有相似背景、兴趣、认知、价值观的个体

所组成, 从而产生了同质化现象。随着同质化程

度的增加 ,个体反过来被期望以相似的方式感知

工作环境, 即处于同一组织或团队中的成员会对

环境产生相似的感知(Schneider, 1983b), 最终在

团队中形成某种氛围。吸引选择磨合理论可以很

好地解释聚合个体层面变量的合理性。Van Dyne

和 Yee Ng (2005)认为, 同一群体中的个体在知识

结构、兴趣爱好和价值观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程度

的同质性。故当同一群体中的个体遇到类似情境

(如助人情境)时, 倾向于做出相同或相似的反应

(即选择助人或不助人)。如此一来, 由于群体成员

在助人行为上的离散性不大, 故用群体平均助人

行为代表整个群体的助人行为是合理的。在团队

层面的实证研究中, 在将个体层面的变量聚合至

团队层面, 解释其合理性时, 吸引选择磨合理论

不失为最佳选择。 

3.5  社会交互作用理论 

社会交互作用理论(Social Interaction Theory) 

(Ashforth, 1985)是氛围形成的重要理论之一。此

理论基于相互作用主义的视角, 糅合了主客观主

义的观点而认为, 团队中的新成员必须经历社会

化过程。在刚进入团队时, 他们不熟悉组织的政

策、程序, 会对自己的角色和地位产生不安和焦

虑, 因此必须从与同事的交流和互动中了解组织

运作的流程、组织对员工的角色期望、成员们公

认的规范、组织内的地位和权力结构、奖惩体系

等, 长此以往, 某种氛围便在该团队中形成。同样

地, 由于同一团队内的成员有更多机会来交流组

织所支持、奖励和期望的政策、实践和程序, 因

此不同团队在团队氛围上可能存在差异 (Sch-

neider, 1983b)。已有研究发现, 社会交互较多的个

体对组织事件会形成相似的解释, 而社会交互较

少的个体对同一组织事件会形成不同的解释

(Rentsch, 1990)。由此可见, 社会交互是组织氛围

形成的关键因素之一。社会交互作用理论常被应

用于探索组织氛围的前因变量(如领导特征、成员

特征、组织构成特征), 尤其是团队层面的氛围研

究 (Naumann & Bennett, 2000)。实证研究中常以

领导成员交换(leader-member exchange)、团队成

员交换 (team-member exchange)作为社会交互作

用的结果表征。 

4  评价与展望 

4.1  现有研究评价 

以往关于组织氛围近一个世纪的研究, 对小

到个别企业大到整个行业的发展, 以及对人力资

源管理、组织行为、战略管理乃至整个社会科学

的研究, 均作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 

首先, 研究组织氛围的概念、结构及测量, 为

研究者们从事组织氛围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无论是将组织氛围作为前因变量、结果变量、中

介变量抑或是调节变量, 都需要测量组织氛围。

而如何测量组织氛围, 则取决于对组织氛围的概

念界定及操作性定义。以往近百年的研究产生了

无数种组织氛围定义。随着定义的完善, 研究者

和管理者对组织氛围的理解越来越全面, 测量亦

越来越精确 , 这些都为组织氛围后续研究的开

展、将组织氛围研究的结论应用到管理实践中奠

定了稳固的基础。 

其次, 研究组织氛围对员工特定行为、组织

结果的作用机制, 为管理者激发特定行为(如助人

行为、建言行为)、提高员工工作满意感、提升组

织绩效提供了有效途径。Frazier (2009)认为, 团队

卷入氛围(group involvement climate)会通过团队

建言氛围显著地影响团队绩效, 其影响受到领导

阻抑行为的负向调节。从该研究中得到的启示是, 

在组织管理实践中 , 若想提高组织的创新绩效 , 

可先为员工源源不断地提供培训和继续教育, 促

进员工对团队目标的了解, 在团队决策过程中赋

予员工一定的决策权, 在员工完成任务后给予其

应有的奖励, 从而在团队中营造一种对员工对工

作的卷入氛围 , 继而促进整个团队的建言氛围 , 

最终达到增加员工建言行为, 提升团队创新绩效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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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研究组织氛围的前因变量(如领导阻抑

行为、团队凝聚力、社会网络结构等), 对组织及

管理者如何营造特定氛围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

值。以往研究表明, 领导行为、员工个体行为、

团队特征等因素, 均会显著地影响组织氛围的形

成与发展。例如, 组织若想营造创新氛围, 那么在

管理实践中鼓励员工的创新想法, 支持和奖励员

工的创新行为, 容忍承担有风险的创新尝试, 并

积极为创新提供时间和资金等资源上的支持, 都

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尽管以往有关组织氛围的研究做出了如此多

的理论贡献, 并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实践影响, 但

从研究设计、取样、研究方法上看, 仍存在许多

发展空间。 

首先, 在研究设计上, 以往研究多采用横断

研究设计 (cross-sectional design) (e.g., Frazier, 

2009; Naumann & Bennett, 2000), 虽然省时省力, 

但却难以确定组织氛围与众多变量(如组织公民

行为、组织承诺等)之间的因果关系, 孰为因孰为

果不得而知。 

其次, 在研究取样和数据收集上, 以往组织

氛围研究的取样均来自单一组织, 故研究结论的

外部效度受到了限制。且研究多在某国内进行 , 

并没有探讨组织氛围是否存在跨文化的一致性。

如此一来, 那些拥有多样性文化的企业的组织氛

围是何情况便不得而知。 

再者, 在数据收集上, 前人研究中的组织氛

围变量均由员工个体评价获得, 而研究中的其它

变量可能同样取自员工个体, 如此一来便不可避

免地会产生同源偏差 (common method bias; 

Podsakoff, MacKenzie, Lee, & Podsakoff, 2003)。 

第四, 在数据处理上, 已有研究多将正式群

体(如工作团队等)作为分组标准(e.g., Ehrhart & 

Naumann, 2004; Yee Ng & Van Dyne, 2005), 将个

体层面的心理氛围聚合至团队层面加以研究, 而

忽视了在非正式群体内(如兴趣小组等)同样可能

形成一些重要的团队氛围, 这些团队氛围同样可

能对个体和团队产生不可替代的影响。 

最后, 以往研究过分集中于探讨某种积极组

织氛围(如创新氛围、顾客服务氛围)对组织或团队

的有利影响 (e.g., Frazier & Bowler, 2012; Lam & 

Mayer, 2013), 而忽视了消极组织氛围(如不公平

氛围、政治氛围等)对组织、团队或个人可能产生

的不利影响。 

4.2  未来研究展望 

组织氛围的研究方法问题。从研究设计和取

样上来看, 过去研究多采用横断研究设计来检验

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机制 (e.g., Frazier, 2009; 

Naumann & Bennett, 2000), 未来研究可尝试采用

纵向研究设计 (longitudinal design), 以进一步探

索各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动态因果关系; 已有研究

样本来源单一, 未来研究可尝试将研究的取样范

围扩大, 争取跨企业、跨区域地选取样本, 亦可适

当增加样本的数量, 以提高研究结论的说服性和

可推广性; 除此之外, 未来研究还应从不同来源

收集自变量、因变量的数据, 或者分时间先后顺

序分别收集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数据, 以尽可能降

低同源偏差, 使研究结果更可信。从测量工具上

来看, 组织氛围研究的一大焦点问题便是其概念

和测量, 组织氛围的维度问题值得研究者们进一

步关注和探讨, 即未来研究可寻找更多不同的维

度来对组织氛围下操作性定义 , 并为不同行业

“量身定做”组织氛围量表。此外, 未来研究可继续

寻找测量组织氛围的客观指标, 以揭示出组织氛

围的全貌。从数据处理和分析上来看, 已有研究

多以 ICC (1)、ICC (2)、Rwg等为聚合指标(Joyce & 

Slocum, 1984 ), 未来研究者还可进一步寻找其它

聚合指标, 以使聚合过程更严谨、更具说服力; 欲

获得组织层面数据, 除了常用的聚合法之外, 未

来研究亦可尝试采用“最小值最大值”合成模型来

获得组织氛围, 以探讨此种组织氛围对于组织绩

效、员工特定行为的影响力是否会强于采用聚合

法获得的组织氛围; 除此之外, 已有研究多以正

式的工作单元作为团队来测量特定氛围, 未来研

究者可尝试以非正式群体(如兴趣小组、社团、协

会等)作为团队, 研究团队氛围对员工个体和组织

结果的影响。 

组织氛围的研究焦点问题。对组织氛围强度

的研究可成为未来研究的关注点之一。已有研究

多集中于探讨某种组织氛围对组织结果是否存在

影响、这种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而关于组

织氛围强度对于组织结果的作用却少有涉及。组

织氛围强度是不是越高越好？组织氛围强度与组

织结果是否一定呈线性相关？两者是否可能存在

U 型相关？这些都值得未来研究进一步探讨。此

外, 某一特定组织氛围可能并不单独对组织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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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影响, 而是会与其它特定组织氛围交互影响

组织结果。因此, 将几种特定组织氛围(如心理社

会安全氛围与顾客服务氛围、创新氛围等)置于同

一模型中 , 研究其对组织结果的复杂作用机制 , 

同样是未来研究所值得尝试的; 除此之外, 相比

于积极组织氛围对组织结果的正面影响, 消极组

织氛围对组织结果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更大, 更可

能引起组织和管理者的关注, 故探讨消极组织氛

围, 如政治氛围、辱虐管理氛围等对组织结果的

负面影响, 亦是未来研究的重要焦点之一。 

组织氛围的跨文化研究问题。组织氛围与文

化联系紧密, 在不同文化(集体主义文化、个人主

义文化 )中所形成的组织氛围可能存在差异

(Glisson & James, 2002)。例如, 在拥有集体主义

文化的中国社会, 凡事以和为贵、讲面子讲人情, 

故绝大多数企业可能会形成浓厚的助人氛围, 而

不太会形成强烈的建言氛围; 而反观拥有个人主

义文化的美国社会, 凡事以个人得失来衡量结果

好坏 , 讲求回报 , 不畏人际冲突 , 多数企业可能

不太会形成浓厚的助人氛围, 而可能会形成强烈

的建言氛围。然而, 组织氛围也可能存在跨文化

的一致性。这是因为：由于经济全球化, 越来越

多企业的员工来自世界各地, 故所形成的组织文

化并不一定与其所在国家的民族文化相一致。比

如, 在拥有集体主义文化的中国, 许多企业属中

外合资或外商独资, 其员工来自世界各地, 在工

作实践和日常交流中可能会互相同化、重塑或改

变彼此的认知、态度和行为, 从而形成不受国界

限制的组织文化和组织氛围。究竟组织氛围是否

存在跨文化的一致性, 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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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rganizational climate is the 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employee on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In this paper, the origin of researches regarding organizational climate were first reviewed, with the 

definitions of general and special climate summarized, on the basis of which a new definition of 

organizational climate has been given. Organizational climate had three levels of analysis: the individual 

level, team level and organizational level, with different methods of measurement adopted. Differences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organizational climate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were then stated. Finally, through 

using theories of social interaction, attraction selection attrition, emergence and sense-making, the formation 

of organizational climate and its possible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clarified. Further studies were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conceptualization, measuring methods and antecedents of organizational climate. Future 

studie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advancement of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of organizational 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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